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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突破了企业传统的封闭式边界，加强了与其他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交流、信息沟通以及研发合作。然而，组织的弱边界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弱化企业的主导权和控制力，增加管理费用和业务运营冗余度，从而降低企业创新绩效。如何维持数字赋能系统过程中企业边界的稳定性和独立性推动创新持续性发展，帮助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创新能力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并结合制度理论，分析了多层面的组态效应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多重并发机制和复杂因果路径。结论表明：企业领导力和知识产权管理分别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层面为解决数字赋能和制度逻辑差异外部性的负效应提供了思路，同时互补性资产是数字赋能开放式创新核心条件，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拓展开放式创新研究视角，为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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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op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 analysis of configuration effect based on fsQC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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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losed boundary of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ed technical exchang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R & 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innovative subjects. However, the weak boundary of the organization will also weaken the dominance and control of enterprises to some extent, increase the management cost and business operation redundancy, thereby reduc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How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enterprise boundaries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system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nd help enterprises build the digi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mains to be further studied. This paper applies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 fsQCA ) and combines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to analyze the multiple concurrent mechanisms and complex causal paths of the multi-level configuration effect on the op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enterprise leade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nagement provide ideas to solv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difference externality from the informal system and formal system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complementary assets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pen innovati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helps to exp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open innovation and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effectively improving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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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bookmark: _Hlk87732867]《2021埃森哲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平均得分由2018年的37分上升至54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攀升。在工业4.0时代背景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企业管理和创新过程，逐步颠覆了传统的企业管理流程和创新模式[1]。数字技术的强链接性和收敛性颠覆了传统的产业形态，突破了地理邻近性依赖度较高的传统产业集群模式，逐步向虚拟网络集聚方向演化，模糊了产业边界；自生长性重构了企业创新过程[2]，缩短了创新周期的同时提升迭代速度；可重新编程性加快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速度，增强了企业自我更新和与利益相关者交换资源的即时性[1,3]。数字技术的量子跃迁和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逐步搭建起我国经济发展新引擎的同时也给传统产业带来了赋能需求和“破茧重生”的痛苦[4]，数据孤岛，索洛悖论和路径依赖等问题也是企业数字赋能过程中的巨大阻碍。戚聿东和蔡呈伟通过文本挖掘发现数字技术的引进有利于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增加了管理费用率，从整体上看数字化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5]。陈欢等通过对江苏省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索洛悖论在中国是存在的[6]。具体而言，面对数字赋能，许多行业都出现了数字化的标杆企业，例如德恩精工、美的和华为等企业的数字赋能成功经验等。基于数字技术的弱边界性、开放性、即时性和强互动性等特性，开展基于数字技术驱动的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4]。数字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企业自我变革过程，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如为赋能手段，由内而外引发全方位变革，颠覆企业创新流程、行为逻辑和生态网络，重塑企业竞争优势和价值网络地位[7]。显然，在数字赋能过程中，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仅凭数字技术是无法推动开放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管理、互补性资产、企业领导力等企业自身能力和资源条件与制度逻辑差异等外部政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绩效。企业数字赋能等多重前因如何影响开放式创新绩效？影响路径如何？这是本文想要回答的两个理论问题。
首先，现有文献研究方法多为案例研究和净效应相关分析研究，较少考虑数字赋能的复杂影响路径和非对称因果关系。例如，阳银娟和陈劲认为数字技术从运营数字化、构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和数字化企业文化三方面帮助企业重塑创新优势[8]；张振刚、肖丹和许明伦认为数据赋能通过连接能力、智能能力和分析能力提升企业绩效[9]；黄节根、吉祥熙和李元旭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作用[10]；池毛毛等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11]。魏琪瑛通过研究2001-2016年美、英、中等1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ICT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大于实物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利用ICT投资的数字红利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索洛悖论”（又称“生产率悖论”[12]）在中国不存在或已摆脱[13]。
其次，现有文献得出的结论存在许多矛盾。上述文献均认为数字技术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然而，许多学者持相反的观点。Solow[12]认为“You can see the computer  age everywhere  but  in  the productivity  statistics.”即企业在数字赋能方面投资递增与生产率递减同时存在。Nick Carr[14]认为资源的战略性和重要性关键在于它的稀缺性而不是普遍性，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让数字赋能遍布各行各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普遍性和商品化已使其不再提供竞争优势[15]。Kant通过引入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哈耶克的心智模型和班杜拉 对学习的解释，通过构建认知路径依赖模型对13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论表明IT机构在IT投资和创新生产率之间起中介作用[16]。
另一方面，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也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企业所处行业、地区及企业自身的异质性和制度逻辑的复杂性也要求企业更加关注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标杆企业数字赋能创新绩效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改良和价值融合，更有利于提升开放式创新绩效；数字赋能的即时性和强链接性并不能帮助企业在开放式创新价值网络中树立企业领导力甚至过度的连接和触发会弱化企业边界性，造成收益和产权分配不明，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领导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知识产权管理树立了企业知识和技术的专属性[17]，强化了组织的边界，增强了企业合作行为规范，提高了开放式创新的收益分配合理性；企业领导力在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中通过对其他参与主体的主导和影响，强化价值网络集聚度，对开放式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互补性资产也在多维度为创新成果商业化提供基础保障，对开放式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认为，针对数字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作用路径和赋能非开放式创新的作用路径的研究可以帮助企业在实施数字赋能行为过程中更好地进行风险控制，推动企业赋能过程的平稳开展，降低内外部赋能阻力，促进企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来自210家不同行业企业的一手和二手资料，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并结合制度理论，分析了数字赋能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希望能为企业创新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1文献回顾与整合
关于企业开放式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以下6个方面：
（1）数字赋能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张明超、孙新波和钱雨认为数字化赋能主体为员工和顾客，数字化能力有分析能力、连接能力和智力能力构成，数字化赋能通过对员工和顾客进行赋能，提升了员工能力，授予顾客权力，增强赋能主体的数字化能力从而帮助企业满足需求者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大规模定制技术创新[18]。缪沁男、魏江和杨升曦认为服务型平台的数字赋能方式遵循“协同赋能-生态赋能-场景赋能”的逻辑规律[19]。赋能为企业带来诸多利好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许多风险和挑战。周青、王燕灵和杨伟认为从宏观视角看，数字化装备水平与区域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过度的数字化装备水平增加了资源冗余度和资源成本，减少了创新绩效贡献度[20]。黄节根、吉祥熙和李元旭通过对不同行业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分析认为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受行业差异影响较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速度过快时，提升数字化水平的编辑成本会随之上升[10]。戚聿东和蔡呈伟认为企业作为一个平稳运行的系统，引入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特性会增加系统不确定性，从而使系统缓冲成本和适应成本增加[5]。蔡莉等从创业视角认为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加大了信息不对称度，平台企业的资源获取宽度和深度远大于创业企业，同时也威胁了组织合法性和知识产权保护，容易导致道德风险[21]。上述风险和挑战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企业面对数字赋能举棋不定，很多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进程仅仅停留在买设备、买机器人的阶段[22]，管理者对数字赋能的认识十分浅显和机械化。本文认为数字赋能是指企业以工业4.0背景下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手段，重构企业基础数字设施，引发技术、业务、管理等的全面变革，由内而外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主动性，进而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组织采取一系列策略和方法以适应外部动态环境的快速变化进而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赋能是一个可持续的系统化过程，风险与收益并存，企业的赋能过程也伴随着赋能风险和挑战，组织应充分发挥组织学习能力，感知数字化浪潮的机会与威胁，制定与自身发展阶段相符的数字赋能战略，规避数字化转型陷阱，防止陷入索洛悖论，提升组织韧性和组织适应性。
（2）互补性资产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bookmark: _Hlk90489708]1986年，Teece[23]率先提出互补性资产的概念，他认为，与企业核心资产不同，互补性资产是指在创新成果实现商业价值过程中所必需的生产、营销、售后服务、供应链等辅助资产。开放式创新理论认为互补性资产是企业进行创新行为的重要支撑[24-25]，企业可以利用创新生态系统中其他主体的辅助技术补充和优化企业自身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企业在价值链网络中的引领示范作用[26]。吴晓波则从互补性资产和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角度指出，互补性资产通过缓冲机制、管道机制和棱镜机制分别在后发企业初创期、转型期和超越期动态提升企业核心技术能力[27]；欧阳桃花、王钧和胡京波通过对软件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科学协调和分配新技术和商业化所需要的互补性资产之间的关系是进行成功的技术变革的关键因素，互补性资产有利于技术变革跨越“死亡之谷”实现商业价值[28]；林志杰和孟政炫从数据角度出发，结合互补性资产理论认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帮助企业获取、使用互补性资产，提升互补性资产生成效率，推动数字经济创新[29]。
（3）企业领导力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随着开放式创新网络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虚拟产业集聚现象的涌现，产品同质化、工艺和技术标准化与企业合作网络的协调演化使得企业在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非对称关系愈发明显，催生了许多平台企业、领导-追随型企业，市场竞争方式悄然向网络竞争转变，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在基于传统合作网络资源交换、信息流动和能力互补的合作基础上建构了企业领导力的重要影响机制[30]。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创新网络生态系统中核心企业往往掌握着大量优质资源，企业领导力也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梳理文献不难发现，宏观上学者大致把企业领导力划分为三类，平台领导力、核心企业领导力和企业间领导力[31-35]。众多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企业领导力进行了深入探究。谭红军从大数据在企业管理运营领域的应用角度，认为大数据时代的企业领导力主要有数据挖掘力、数据决策力、资源整合力、员工激励力和风险把控力等五要素组成[36]。杨从杰和余洁认为企业转型情境下成长期企业转型组织领导力由战略能力、人才能力、组织能力、把握能力和学习能力五力协同发挥作用[37]。吴昀桥和郝斌通过案例研究方式从网络建构视角下探究了核心企业通过建立正式权威，树立技术、平台和制度层面的领导力，同时动态网络权力配置有效协调和维系了创新生态系统[30]。谢永平等人认为影响技术创新网络核心企业领导力的主要因素是知识资源、网络能力、网络结构和领导者特质，核心企业领导力在创新网络中具有协调资源、知识共享、网络优化和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作用[32]。
（4）知识产权管理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即时性和强链接性模糊了企业边界，拓展了企业获取信息、资源和知识的渠道，同时合作网络和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的网络权力和领导力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愈发凸显，引发了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单边路径依赖性问题[30]。在开放式创新情境下，知识产权管理的表现形式更具多样化。知识产权管理一方面在保护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在开放式环境下，知识产权管理更多地关注知识流动、技术转移和第三方中介机构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创新网络中的资源冗余度，加强跨界融合，增强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力[38]。李西良结合《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和项目管理领域的成熟度模型构建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成熟度IP-3M模型[39]。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知识产权管理是指企业为了赢得竞争优势，规范知识产权工作，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而进行的知识产权开发、知识产权运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活动[40]。杨武认为知识产权管理是帮助企业融合自主创新和开放式创新的关键[41]。王黎萤等[42]通过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合作数据分析，从网络特征差异视角分析了专利合作网络正向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企业可以通过优化专利合作行为的方式重塑专利合作网络从而提升创新绩效。
（5）制度逻辑差异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
生态系统参与主体非对称关系的演变和企业领导力的转变可能存在制度及背景的冲突，引发合法性、小企业单边依赖性和大企业转嫁内部成本等问题[43]。制度逻辑是指能够塑造行为主体认知和行为的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等）和非正式制度（如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North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下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可以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市场效率；组织社会学的代表人Scott认为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存在明显区别，制度环境是“制度性部门则是以详尽的规则和资格要求为特征的，如果个体组织想从环境中获得支持和合法性，就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和要求”，[44]对于制度逻辑理论我国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涂智苹和宋铁波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分析了制度逻辑和企业转型升级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45]；李宏贵、张月琪和陈忠卫从新创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在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发挥的不同作用，其中在新创企业创建阶段和成长阶段企业创新绩效主要由技术逻辑产生，在生存阶段企业创新绩效主要由制度逻辑产生[46]；李宏贵和谢蕊则认为制度逻辑差异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存在二元性，既有促进性也有抑制性，构建了制度逻辑差异下企业创新合法性模型[47]。Wyrwich Michael等人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高度秘密警察监视的创始人不太可能参与公司间的研发合作。[48]
[image: ]
图1创新绩效影响机理模型
2研究设计
2.1研究方法
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区别于其他传统实证计量分析方法，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更加侧重于对复杂因果关系组合的分析。本文选择fsQCA方法研究数字赋能开放式创新的路径和机理，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数字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绩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是多重前因要素并发的结果，fsQCA方法相较于其他方法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具有优势；
第二，因果路径的非对称性。数字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不同前因要素对开放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存在差别，fsQCA方法适合解决因果路径的非对称性问题；
第三，路径等效性。企业提升开放式创新绩效的路径可能有很多，不同前因要素组合下的不同路径可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殊途同归不同路径，这也符合数字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绩效的现实情况。
2.2样本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以数字赋能企业为调查对象，通过现场调研、文本挖掘和二手资料分析共三种方式收集调研企业相关资料。在2021年12月25日至2022年1月20日，经问卷星平台和现场调研发放并回收问卷210份，调查对象的分布和特征如表1所示。
表1调研对象特征
	特征
	分类
	频数
	频率/%

	企业历史
	5年以下
	18
	8.57%

	
	6-10年
	60
	28.57%

	
	11-15年
	51
	24.29%

	
	16-20年
	42
	20%

	
	21年以上
	39
	18.57%

	产权性质
	国有
	58
	27.62%

	
	民营
	220
	50%

	
	外资
	19
	5.71%

	
	合资
	22
	16.67%

	企业规模
	1-99人
	35
	16.67%

	
	100-499人
	84
	40%

	
	500-1000人
	51
	24.29%

	
	1000人以上
	40
	19.05%

	行业类型
	日用消费品/家电
	38
	18.1%

	
	汽车/机械制造
	43
	20.48%

	
	电气/光学
	12
	5.71%

	
	化学/生物医药
	27
	12.86%

	
	半导体/电子信息
	17
	8.1%

	
	IT硬件/软件
	42
	20%

	
	其他（请您补充）
	31
	14.76%

	职位
	高层管理人员
	16
	7.62%

	
	中层管理人员
	57
	27.14%

	
	基层管理人员
	68
	32.38%

	
	普通员工
	69
	32.86%

	发展阶段
	初创阶段
	5
	2.38%

	
	成长阶段
	70
	33.33%

	
	成熟阶段
	116
	55.24%

	
	转型阶段
	19
	9.05%


2.3变量测量
2.3.1 结果变量
开放式创新绩效，参考了蔡宁和闫春[28]、丁秀好和武素明[29]与岳鹄等[30]的研究成果，从“新产品开发”、“研发技术升级”、“专利申请量”和“外部合作项目数量”4个方面进行测量。
2.3.2 前因条件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效度与信度，本文参考了前人使用并证明有效的度量指标，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的筛选与修改，具体设计如表2所示。在问卷设计中，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度量。问卷回答人按1-5进行打分，“１”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 “非常同意”。 
数字赋能，本文参考了池毛毛[6]等和肖利华[14]关于“数字赋能”、Riley[49]等、Christmann[50]和Ceccagnol[51]等关于“互补性资产”、郝斌[43]等、吴昀桥和范培华[35]关于“企业领导力”，饶远[52]等、池仁勇和潘李鹏[53]关于“知识产权管理”，“邱国栋和林长崟[54]、Jacobsen[55]、刘娟和杨勃[56]等人关于“制度逻辑差异”。
2.4信效度检验
本文利用SPSS26.0和SmartPLS3.0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相比于其他结构方程模型软件，SmartPLS3.0在处理非正态样本数据上更有优势，且更适用于探索式研究。信效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个潜在变量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 Cronbach’s α系数均处于0.6左右，且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说明量表的各潜在变量测量信度符合要求。同时，根据各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6，且所有潜在变量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均大于0.5，可以说明所有变量都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VIF值为1.981~2.725）。另一方面，本文使用SmartPLS3.0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结果显示模型拟合优度较好（SRMR为0.081，NFI为0.624）。
表2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题项
	因子载荷
	Cronbach’a
	CR
	AVE

	数字赋能(E)
	(E1) 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加强了对企业各项资源的管理。
	0.872
	0.787
	0.875
	0.701

	
	(E2) 在企业生产销售或服务的业务流程中引入了数字技术。
	0.812
	
	
	

	
	(E3) 借由数字技术使得企业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更及时高效。
	0.827
	
	
	

	互补性资产(CA)
	(CA1)注重销售渠道的建设和维护。
	0.671
	0.548
	0.767
	0.524

	
	(CA2)注重品牌建设，与供应商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0.743
	
	
	

	
	(CA3)注重使用先进的生产设备或先进技术。
	0.755
	
	
	

	企业领导力(EL)
	(EL1)企业在消费者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0.784
	0、610
	0.794
	0.562

	
	(EL2)企业能主导或影响生态系统中参与主体的行为。
	0.738
	
	
	

	
	(EL3)合作企业能执行与完成本企业提出的业务要求。
	0.726
	
	
	

	知识产权管理（IPM）
	(IPM1)积极将创新成果申请专利。
	0.804
	0.696
	0.831
	0.621

	
	(IPM2)注重制定长期的知识产权发展规划。
	0.768
	
	
	

	
	(IPM3)在合作研究、人员聘用上均签署保密、权属等知识产权相关合同。
	0.792
	
	
	

	制度逻辑差异（IDL）
	(IDL1)公司与合作网络中的大部分企业有着相近的企业文化。
	0.797
	0.650
	0.810
	0.588

	
	(IDL2)公司与合作网络中的大部分企业所有制结构上属同种类型。
	0.716
	
	
	

	
	(IDL3)公司与合作网络中的大部分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相似。
	0.784
	
	
	

	开放式创新绩效（OI）
	(OI1)企业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
	0.741
	0.726
	0.829
	0.549

	
	(OI2)企业的研发技术不断迭代升级。
	0.735
	
	
	

	
	(OI3)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不断增加。
	0.750
	
	
	

	
	(OI4)企业与外部机构进行合作创新的项目数量增加。
	0.737
	
	
	


[bookmark: OLE_LINK1]2.5数据校准
在进行必要性分析前，根据fsQCA方法的步骤，我们将研究中的条件变量，包括数字赋能、互补性资产、企业领导力、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逻辑差异及结果变量开放式创新进行数据校准（将问卷得分数据转为0-1的连续数据），我们采用分位数法为校准标准，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分别对应95%、50%和5%这三个分位数。通过fsQCA3.0软件中的“Calibrate”函数将各变量进行校准，校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校准锚点
	变量类型
	变量
	完全不隶属
	交叉点
	完全隶属

	条件变量
	数字赋能(E)
	3.00
	4.11
	4.56

	
	互补性资产(CA)
	3.25
	4.25
	4.75

	
	企业领导力(EL)
	3.00
	4.00
	4.67

	
	知识产权管理(IPM)
	2.92
	4.17
	4.67

	
	制度逻辑差异(IDL)
	2.52
	3.83
	4.67

	结果变量
	开放式创新(OI)
	2.50
	4.00
	4.75


3实证结果
3.1必要性分析
一致性是衡量条件变量是否为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在必要性分析中，通常认定必要条件的一致性最低值需达到0.9及以上。由表4可以看出，本研究所有的前因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未达到0.9，即单个前因条件变量不构成开放式创新的必要前因，然而这些条件变量可能通过组态方式对开放式创新产生影响。
表5变量的必要性分析表
	前因条件
	结果变量

	
	开放式创新(OI)
	非开放式创新(~OI)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E
	0.795648
	 0.821963
	 0.597436
	0.485835

	~E
	0.502296
	  0.613170
	 0.781065
	 0.750540

	CA
	0.798478
	 0.815023
	 0.579317
	 0.465467

	~CA
	0.476318
	  0.589893
	 0.769779
	 0.750426

	EL
	0.700877
	  0.829621
	 0.514530
	 0.479418

	~EL
	0.560204
	  0.594475
	 0.817142
	 0.682576

	IPM
	0.799325
	  0.874541
	 0.550454
	 0.474071

	~IPM
	0.519304
	  0.594734
	 0.854326
	 0.770176

	IDL
	0.758203
	  0.790972
	 0.612482
	 0.502962

	~IDL
	0.523554
	  0.631858
	 0.745456
	 0.708183


3.2条件组态分析
在完成变量校准和必要性分析后，运用fsQCA3.0构建真值表，在数据设置阈值（频次阈值和一致性阈值）中，本文将频次阈值设置为1（Ragin认为，每个案例最多只有一个的隶属度分数大于0.5），一致性阈值指前因变量构型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57]，本文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同时要求PRI一致性大于0.8，这意味着若PRI一致性（PRI consist）高于0.8，则“开放式创新”被编码为1，否则被编码为0。上述分析运行结束会得到3类解：复杂解，即没有借助任何逻辑余项而导出的最小公式，其结果较为复杂；简约解，即借助于逻辑余项而导出的最小公式，且未对逻辑余项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中间解，即仅借助于与现有理论一致的逻辑余项而导出的最小公式。通常认为，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当中的前因变量称为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未出现在简约解中的前因变量成为边缘条件。因此，本文依据上述方法进一步探索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前因变量组态构型，表6为5种前因变量的组态分析结果，可将其归纳为“赋能-资源主导型”、“产权-制度主导型”和“领导-网络主导型”。
表6变量的条件组态分析表
	前因变量
	开放式创新(OI)

	
	1
	2
	3
	4
	5

	数字赋能(E)
	
	
	
	
	

	互补性资产(CA)
	
	
	
	
	

	企业领导力(EL)
	
	
	
	
	

	知识产权管理(IPM)
	
	
	
	
	

	制度逻辑差异(IDL)
	
	
	
	
	

	一致性
	0.943905
	0.949012
	0.948797
	0.959554
	0.962320

	原覆盖度
	0.644611
	0.584745
	0.616384
	0.543683
	0.495746

	唯一覆盖度
	0.0275258
	0.0030784
	0.0185644
	0.0241823
	0.0191456

	总一致性
	0.918579

	总覆盖度
	0.752482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席，= 边缘条件存在，=边缘条件缺席，“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亦可不存在。 
如表6所示， 数字赋能和其他前因变量协同联动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共有5种等效路径条件组合构型，且各个构型一致性均高于理论临界值0.8，所有构型的原覆盖度均处于0.25至0.75的范围内。同时，开放式创新的条件组合构型总一致性为0.918579，均高于阈值0.8，这说明所有条件组态对开放式创新的解释程度达到91.86%。同时，开放式创新的条件组合总覆盖度为0.752482，这说明5种条件组合构型可解释75.25%的开放式创新样本案例，该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对开放式创新进行组态分析。分析如下：
（1）E*CA*IPM(数字赋能*互补性资产*知识产权管理)该路径表明在开放式创新跃迁过程中，数字赋能、互补性资产和知识产权管理为核心条件起到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颠覆了传统的基础资源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互补性资产逐步成为企业现有资源和路径与探索新技术、突破路径依赖的重要润滑剂，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过程颠覆。由于数字赋能企业资源和组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能力，数字赋能拓展和发展了传统的资源理论，在数字赋能时代，拥有了换道超车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们无需经历长期痛苦的资源识别获取的过程。层出不穷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使得互补性资产的易得性和匹配度大幅提升。2.资源颠覆。由于产品和技术的更新迭代，过去许多优质资源可能早已经过时了，相反，许多冗余资源在赋能情境下实现了资源再生，甚至资源的定义由于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与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资源产生了一定的区别，用户的行为和习惯也是企业的资源，我们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分析人的行为，从而提升系统整体效率，例如，成都“智慧眼”视频智能交通分析系统，通过对高速路况进行精确感知和分析，降低交通拥堵率；3.创造新的价值缺口。我国企业商业转型的步伐和数字技术的进步之间还存在巨大缺口[22]，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价值缺口和潜在机会。关系租金理论认为，互补性资产是关系租金的重要来源[58-59]，在合作联盟中互补性资产的协同演化效应有助于帮助企业把握机会窗口，创造价值。
（2）E*IPM*IDL(数字赋能*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逻辑差异)该路径表明在开放式创新跃迁过程中，数字赋能、知识产权管理和制度逻辑差异为核心条件起到关键作用。随着我国企业所有制度改革浪潮的席卷，制度逻辑差异为企业开展业务合作、共同研发和引进外资等开放式创新活动引发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如产权划分不清、缺乏契约精神和机会主义倾向等。这些现实问题导致了开放式创新主体信赖关系的不对称性和契约不完全性，容易造成高价值知识产权流失。然而，知识产权管理这一正式制度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创新外部性的负效应现象更加突出和频繁，知识产权管理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内在化。同时，知识产权管理也解决了数字赋能带来的弱边界性问题，规范企业行为。
（3）EL*IPM*IDL(企业领导力*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逻辑差异) 该路径表明在开放式创新跃迁过程中企业领导力、知识产权管理和制度逻辑差异为核心条件起到关键作用。该路径中数字赋能变量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这表明在本文的调查样本有某些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尚不完善，这与我国数字化进程过半的实际情况相符。然而在5条路径中有4条路径均表明数字赋能是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的核心条件，这表明数字赋能在企业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中的关键地位。同时，该路径也表明，企业领导力作为非正式制度也为解决制度逻辑差异问题提供了创造性思路。知识产权管理作为正式制度缺少了对企业员工心理资本的度量，也容易造成合作联盟社会网络关系的不协调和信任危机，企业领导力作为非正式制度有助于形成关系型心理契约[60]。与交易性心理契约相比，关系型心理契约是企业长期情感和信任投入的结果，更能激发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合作网络链接性和对称性。
（4）E*EL*IPM(数字赋能*企业领导力*知识产权管理)该路径表明在开放式创新跃迁过程中，数字赋能、企业领导力和知识产权管理为核心条件起到关键作用。企业领导力和知识产权管理分别从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双元角度为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提供保障，该路径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并不是互相冲突的，二者均是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的核心条件。企业领导力和知识产权管理可以弥补数字赋能外部性所致的弱边界性，企业领导力维护合作网络的信任关系和稳定性，有利于企业之间形成健康的互利互惠的长期合作关系，知识产权管理从制度角度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激励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在维持企业边界稳定性的同时推动开放式创新路径的良性发展。
（5）E*CA*EL*IDL(数字赋能*互补性资产*企业领导力*制度逻辑差异)钟榴等人[58]认为随着互补性资源协同效应的深入和企业的动态发展，组织之间的锁定效应愈发明显，资源锁定和路径依赖会加剧企业对互补性资产的投入，一旦投入产出比不符合期望值，“红皇后效应”则出现了，这时企业无法通过竞争获得超额价值。数字赋能的即时性和易得性在颠覆企业传统资源路径和能力架构的同时也加剧了企业之间的开放式竞争，加剧了“红皇后效应”。该问题处理不当易造成资源冗余和恶意竞争，而企业领导力、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逻辑差异分别从不同角度削弱数字赋能的负面影响。
3.3稳健性分析
本文借鉴了前人[61-63]对QCA稳健性讨论的经验，将一致性阈值提高至0.85，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开放式创新组态构型基本一致，仅对包含E*IPM和EL*IPM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原有组态路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补充条件，分别是IDL和CA，不影响对结果的解释；此外，解的一致性、原覆盖度、唯一覆盖度和总覆盖度的变动幅度略小，本文组态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4结论与启示
4.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fsQCA研究方法分析了多重前因变量对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的组合效应以及不同前因变量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 
（1）数字赋能、互补性资产、知识产权管理、企业领导力和制度逻辑差异等多重复杂因果路径协同联动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
（2）互补性资产在数字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中有重要的润滑剂作用。数字赋能通过互补性资产提升了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加强了合作企业之间的链接关系和锁定效应，对合作网络的稳定性有促进作用。
（3）数字赋能和制度逻辑差异对开放式创新跃迁是一把双刃剑。数字赋能一方面打破了企业边界，促进知识共享和信息沟通，另一方面组织的弱边界性会提升知识产权泄露的风险，弱化企业在合作联盟中的话语权；制度逻辑差异一方面提升合作主体的多元性、知识和信息的多样性从而有利于新想法和创新点的迸发，另一方面制度逻辑差异也会造成企业认知的局限性，强化单边合作依赖度，降低合作企业双边 信任度。
（4）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领导力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促进开放式创新跃迁。企业可以通过知识产权管理和企业领导力弱化数字赋能和制度逻辑差异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知识产权管理强化了企业边界的稳定性，划分了产权边界，有利于规避研发成果的流失；企业领导力有利于增强企业的普适性信任，提升开放式创新。
4.2理论贡献
（1）揭示了数字赋能开放式创新跃迁的关键路径。数字赋能对企业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突破资源约束，增强异质性企业之间的连接性，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从而促进开放式创新。本文将互补性资产、知识产权管理、企业领导力和制度逻辑差异引入到开放式创新路径研究中，丰富了数字赋能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演进机制。
（2）本文从数字赋能和制度逻辑差异利弊两方面入手，辩证探讨了企业开放式创新跃迁路径的复杂性和实现路径的多元性，任何一类单一的前因变量均非开放式创新跃迁的必要条件，开放式创新实际上是企业多种复杂前因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理论指导。
（3）运用fsQCA方法开展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赋能和开放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解决了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赋能净效应分析的困境，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4.3管理启示
（1）企业不能否定任一单独前因变量对开放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却也不能过于关注单一变量的成本投入，企业应关注多元前因变量的投入。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企业应注重数字赋能思维的提升，对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开放式创新的机会保持敏感性，借助数字化技术、智慧化平台等赋能企业开放式创新，从而帮助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对于企业来说，应当把数字赋能认知从技术层面提升到战略高度，制定符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的数字赋能战略方针，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企业为了提升自身开放式创新的深度和广度，要学会合理利用现代化工具和数智化平台，要充分利用技术变革带来的独特优势，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数字化发展战略，通过数字赋能企业创新绩效，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2）企业应注意数字赋能和制度逻辑差异外部性的负效应，选择用合理方式规避负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需要关注自身多方面情况，不仅要考虑战略要求，同时也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能力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在大力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要注重维护企业边界的稳定性，着重于推动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领导力和知识产权管理是保护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关键要素。
（3）企业应重视互补性资产在数字赋能中的润滑剂作用，合理利用互补性资产，避免单边依赖风险。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应重视互补性资产来源的多渠道化，同时也要增强自身吸收能力和产业化能力，避免盲目扩张，面对高度变化的市场环境，企业必须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企业的外部资源可能性，降低资源复合成本，识别并抓住机遇，促进开放式创新。
4.4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基于前人的校准方法将前因变量的校准点依据设置为调研问卷百分位数，校准方法与实际判断隶属度标准有一定的偏差，且还存在其他复杂的影响因素亟待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基于不同视角，进一步探究数字赋能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将制度逻辑差异纳入数字赋能对开放式创新影响机制的范畴，仅探究了该影响机制的制度层面，未来研究可以从多维度、更全面地探究其影响机制；最后，研究样本来源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未来研究可以提高样本来源的地域多样性和广泛性，提升结论的稳健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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